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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雇佣与学术资本主义∗

———在美中国高技术移民的依附性困境研究

张　 洪

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
在过去四十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通过对在美中国高技术移民的深度访
谈，本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着诸多结构性限
制，而这些结构性限制根源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灵活性的全面增
加。 更重要的是，中国高技术移民对雇主的依附性更加大了他们的劳动力市
场风险。 本文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全球劳动力市场上资本与劳
动力的流动趋势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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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亚裔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从 １９６５ 年的 ０􀆰 ７％ 迅速增长到

目前的 ５􀆰 ５％左右（Ｌｅｅ ＆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４），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族

群，其中移民是最大的驱动力。 美国亚裔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其 １９６５ 年

出台的《移民和国籍法案》紧密相关，该法案改变了以国家和种族为限

额标准的美国移民制度，开始以亲属团聚和技术移民为主。 近些年来，
亚裔移民中通过技术移民而非家庭团聚拿到永久居留签证的比例是其

他移民群体的三倍（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２）。 有学者指出，由于

１９６５ 年出台的移民法案倾向于高技术移民，美国的中国移民呈现“超
高端筛选”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移民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仅高

于移出国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高于移入国的平均受教育水平（Ｌｅ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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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ｕ， ２０１５）。
中国移民的“超高端筛选”特征一定程度上符合亚裔族群近几十

年来被美国大众媒体所塑造的“成功少数族裔”形象。 一方面，与其他

族裔相比，平均而言，亚裔移民教育水平更高；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证

明，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中，亚裔移民都面临着种族歧

视和诸多机会不平等（Ｃｈｅｎｇ ＆ Ｔｈａｔｃｈｅｎｋｅｒｙ， １９９７； Ｃｈｏｕ ＆ Ｆｅａｇｉｎ，
２００８）。 其中，亚裔移民在科学和工程类职业高度聚集的现象特别引

人注目。 ２０１５ 年在美国从事科学和工程类职业的外国移民中，亚裔的

比例高达 ６１％ ，而将近 ９０％ 的亚裔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第一代或者第

１􀆰 ５ 代移民。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从事科学和工程类职业的外

国移民中，白人的比例仅有 ２４％ 。 将近 ８５％的白人科学家和工程师都

是在美国出生的本国劳动力（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亚裔高技术移民在美国科学工程类职业的高度聚集与美国经济结

构的转变紧密相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从第二产业

向第三产业转型，尤其是向知识和技术驱动型经济转变，信息通信技术

产业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得到迅猛发展。 与此同时，１９９０ 年美国出

台《移民法》，创立了针对外国专业技术人员的 Ｈ －１Ｂ 非移民工作签证

项目，供雇主雇用外国专业人员到美国短期工作（Ｐｏｒｔｅｓ ＆ Ｒｕｍｂａｕｔ，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 年，支持雇员申请 Ｈ －１Ｂ 签证的公司和研究机构主要分

布在加利福尼亚州 （１７􀆰 ７％ ）、新泽西州 （１４􀆰 ０％ ） 以及得克萨斯州

（１２􀆰 ２％ ），也就是美国高科技以及金融行业集中分布的地区。 另外，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过半的 Ｈ －１Ｂ 签证签发给了印度人（５０􀆰 ５％ ），其次是

中国人（９􀆰 ７％ ）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７）。 这意味着亚裔移民在

Ｈ －１Ｂ 签证持有者中的比例高达 ６６％ ，并且大部分在信息通信技术产

业工作。 由此可见，亚裔高技术移民在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和高技术劳

动力供给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亚裔高技术移民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聚集是否意味着亚裔群体

已经顺利融入美国劳动力市场，并且发展成为“成功的模范少数族

裔”？ 基于对亚裔高技术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技术移民的

深度访谈，本文将中国高技术移民放置在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宏观背

景下，考察其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过程机制和融入状况。 本文通过

探讨中国高技术移民所面临的结构性局限，揭示美国移民制度如何为

美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力资源。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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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力的流动趋势会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而不断变化，虽然本文

所探讨的是近年来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但这对

于理解中国人才回流和高技术国际移民的增加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关于中国高技术移民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研究涉及到亚裔的种族歧

视研究、劳动力市场不平等与移民理论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理论。 本文

将在接下来的文献综述中详细探讨这几方面的研究，并在最后提出主

要的分析性概念，即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灵活性。

（一）亚裔移民劳动力市场融入研究

亚裔族群在美国的移民历史最早可溯源至 １８ 世纪，美国大众媒体

对亚裔人口的刻板印象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亚裔在移

民早期阶段被刻画成“黄色毒瘤”和“无知、未开化和无法融入的族

群”，而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他们被美国大众媒体宣称为“成功的

模范少数族裔”（Ｃｈｏｕ ＆ Ｆｅａｇｉｎ， ２００８； Ｌｅｅ ＆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５）。 随后学术

界围绕“模范少数族裔”的论断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和争论。
目前关于亚裔族群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研究大多是从种族不

平等的角度，将亚裔和其他族裔在收入、职业地位和晋升机会等社会经

济指标上进行比较（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 Ｘｉｅ， ２００６； Ｋｉｍ ＆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２０１０；
Ｔａｋｅｉ ＆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２００８；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这些研究结论并不一

致。 部分研究认为亚裔在美国劳动力市场遭遇了种族歧视，在他们职

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竹子天花板”现象。 亚裔勤奋努力的特征被解

读为“顺从并且缺乏领导能力”，因此被认为并不适合高层领导职位，
晋升机会与白人存在差距（Ｃｈｏｕ ＆ Ｆｅａｇｉｎ， ２００８；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 Ｗｏｎｇ，
１９８４）。 部分研究认为，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在收入、职业声望等

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上与白人没有明显差异，所以该群体并没有遭受种

族歧视，而移民身份才是导致第一代移民收入相对较低的原因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 Ｘｉｅ， ２００６； Ｉｃｅｌａｎｄ， １９９９）。 后续的定量研究进一步发

现，移民的最高学位所在地（非美国高校毕业）才是导致他们在社会经

济地位指标上相对较低的原因。 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亚裔移民最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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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在地之后，亚裔种族和移民身份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再显著

（Ｚｅｎｇ ＆ Ｘｉｅ， ２００４； Ｔｏｎｇ， ２０１０； Ａｒｂｅｉｔ ＆ Ｗａｒｒｅｎ， ２０１３）。
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种族不平等秩序理论，其研究假设是如果亚

裔族群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在社会经济指标上趋于平等，那么

该群体就没有遭受种族歧视，就被视为顺利实现了融入。 然而，虽然定

量研究能够提供亚裔族群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图景，但是仍然无

法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不同类型的移民的融入状况，其中高技术移民

的融入过程机制值得进一步考察。 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着重强调

美国社会结构中的种族不平等，忽略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迁。
只有将在美的中国高技术移民放置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社会经济结构

转型的场域中，我们才能更好地揭示人力资本的流动如何随着全球资

本的流动而发生变化，而人们又如何在结构的制约下寻求发展。

（二）劳动力市场不平等与移民理论

目前解释美国移民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相关理论包括劳动力市场分

割理论（ｓｐｌｉｔ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劳动力市场分离理论或二元劳动力

市场理论（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ｏｒ ｄｕ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以及多向分层同化理

论（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分离理论强调结

构性特征导致移民更有可能从事高风险和低回报的工作，多向分层同

化理论侧重分析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不同的发展和融入路径。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Ｂｏｎａｃｉｃｈ， １９７２）强调劳动力市场中的族群

冲突和动态等级结构。 劳动力市场中族群间的对抗起源于雇主、高薪

劳动力和廉价劳动力之间的权力动态演化。 雇主运用廉价劳动力来削

弱高薪劳动力的政治影响。 高薪劳动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积极推

动针对移民的排外运动并建立种族层级制度，确保移民难以获得教育

和培训机会。 因此，当不同的族群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不同的社会和

经济资源时，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种族分割，占据优势地位的族群通过

排外运动和种族层级制度阻止其他族裔的移民进入高薪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离理论（Ｐｉｏｒｅ， ２００９ ／ １９７２）认为劳动力市场被划分

成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 在以资本密集型企业为主导的主要劳动力

市场中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其上升机制较为稳定，使雇员免于和非雇

员竞争。 而在劳动密集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员们与外部劳动力市

场的劳动力进行竞争，他们不再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固定成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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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被轻易替代。 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通常具有工资低、工作环境

差和难以晋升等特征。 因此，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下，主要劳动力市

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异不断扩大。 该理论认为，随着美国城

市化的推进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主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

场中出现了内部劳动力短缺，移民群体代替妇女、青少年以及从农村向

城市迁移的劳动力，成为美国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分离理论可以解释低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

力市场的隔离，但并不适用于分析高技术移民的融入状况。 多向分层

同化理论（Ｐｏｒｔｅｓ ＆ Ｚｈｏｕ， １９９７； Ｐｏｒｔｅｓ ＆ Ｒｕｍｂａｕｔ， ２００６）提供了一个

较为全面的移民融入的理论框架，认为移民的融入方式取决于不同移

民群体所拥有的资源和脆弱性。 影响移民群体脆弱性的因素包括肤

色、居住隔离以及原籍国的经济发展等，而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向上流动

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源、接收社区的态度和族裔社区的发展等。 在多向

分层同化理论的框架下，中国高技术移民因其拥有的资源（较高的受

教育水平和收入状况）会被认为已顺利融入美国中上阶层。 因此，即
使强调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多样化路径，多向分层理论同样

无法充分解释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结构性

限制。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雇佣关系灵活性

以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灵活性这一分析性概念为核心，通过结合

移民研究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的标准与非标准雇佣关系理论，本研究

把中国高技术移民放置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结构

转变以及移民政策改革的场域中，以解释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

力市场所面临的结构性限制，并探讨相应的机制和后果。
１． 标准与非标准雇佣关系理论

标准雇佣关系也被称作关系型（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雇佣关系，主要是指全职

和稳定的工作，其重要特征包括雇主和雇员之间较为紧密的关系、对组

织的长期承诺、无固定期限的雇佣关系、相对稳定的组织内部晋升机制

以及福利待遇。 其他的各种雇佣形式，包括劳务派遣、劳务外包、合同工

以及自雇等，都属于非标准雇佣关系，也被称作交易型（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雇
佣关系。 交易型雇佣关系意味着纯粹工具性的雇佣关系，代表着在固定

合同期限内劳动力和资本的交换，缺乏长远的雇佣关系、组织内部的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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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渠道和福利待遇（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 Ｍａｒｓｄｅｎ， ２０１５）。
标准与非标准雇佣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区分两种不同的

雇佣关系类型，更关键的是它强调了非标准雇佣关系中出现的两极分

化趋势。 该理论认为，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呈现两

个主要趋势：一方面，以服务业和知识驱动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创造了大

量服务行业的工作，而不同工作的报酬逐步两极化发展，不平等程度不

断加剧；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关系正在全面经历着从“标准

化”向“非标准化”的转变（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竞争

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美国工业向原料输出地以及劳动力成

本更低的地区转移。 公司开始运用灵活的劳动力（包括兼职以及劳务

外包）来降低成本。 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的扩张以及美国工会的急

剧减少使工人集体行动的能力削弱，从而逐渐失去与资本家谈判对抗

的能力（杨典，２０１８）。 也就是说，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已进一步呈现

出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全面增加的局面。
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与中国高技术移民逐步进入美国的时

间高度重合，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结构性限制

也与美国宏观经济结构的转变息息相关。 以族群冲突为基础的劳动力

市场分割理论和以工业时代为背景的劳动力市场分离理论不再适用于

解释以服务业和知识技术行业为主导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对于个体

职业成就的影响。 两极分化（而不是二元分离）更符合美国劳动力市

场的变化趋势。 非标准雇佣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全面扩张，甚至影响

着一直以来最为稳定的学术劳动力市场。
２． 学术资本主义：学术界中的非标准雇佣关系

美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进程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扩张，其核

心主张在于放松政府对于市场的监管，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和政

府的社会福利政策。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

体系，有学者用“学术资本主义”来概括非标准雇佣关系向高等教育体

系渗透和扩张的现象（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 Ｒｈｏａｄｅｓ，２００４）。 具体来说，学术资

本主义是指在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直接财政支持减少以及科研经费竞争

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开始逐渐呈现出市

场化行为的状况（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 Ｌｅｓｌｉｅ， １９９７）。 学术资本主义被定义为

“将市场和市场行为以及市场精神和意识形态融入高等教育体系和制

度的众多手段和方式”（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 Ｒｈｏａｄｅｓ， ２００４：３０３）。 学术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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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体现为政府和学校财政预算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向与市场关系更密

切的学科不断倾斜，还包括学术体制内有明确或者稳定的上升途径的

终身教职系列职位不断减少，没有上升途径的职位急剧增加，包括在美

国研究型大学里专职教学的职位（挂靠教职）、博士后或者研究型副教

授等（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 Ｒｈｏａｄｅｓ， ２００４； 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２０１１ａ）。
在大多数科学和工程学科领域，学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体现在

于博士毕业之后从事博士后工作已经被制度化，成为获得助理教授

（终身教职系列）的必要前提（Ｃａｎｔｗｅｌｌ，２０１１ａ）。 对于大多数科学和工

程领域毕业的博士生来说，以博士后工作作为过渡，已经成为他们寻找

终身教职系列职位的先决条件。 因此，考察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

动力市场的发展，除了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外，
中国博士后群体在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路径也需要进一步考察。

３． 雇佣关系灵活性与移民研究

组织行为研究的相关学者们进一步厘清和拓展了标准与非标准雇

佣关系理论所涉及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概念。 根据他们的概括，劳
动力市场灵活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雇佣关系灵活性、工作计划以

及工作地点的灵活性（Ｓｐｒｅｉｔｚ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目前针对劳动力市场灵

活性的相关研究总结出了两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一方面，高技术劳动

力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来主动选择符合他们个体需求的工作，灵
活选择工作时长、工作地点甚至是工作完成的方式。 因此，高技术劳动

力一般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受益者。 另一方面，低技术劳动

力通过同时兼任多份不稳定的工作来维持生计；更为严重的是，雇佣关

系灵活性造成其福利待遇缺失，加剧了他们的贫困（ Ｓｐｒｅｉｔｚ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因此，低技术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牺牲者。 那么高

技术移民群体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当中处于什么位置？ 当高技术劳动

力加上移民身份之后，两极分化的图景中是否出现了中间地带？
总体而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研究较少关注移民群体，已有的少

量研究聚焦于低技术移民。 本研究主要关注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中雇佣

关系的灵活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性急剧

增加，不确定性已不仅仅是指兼职或者劳务外包，而是包括不断随着市

场需求灵活变化的劳动力需求。 工作的不确定性随着雇佣关系的灵活

性增加而不断增加，中国高技术移民虽然处于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但却

承担着高技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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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搜集和方法

本研究着力考察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状况。
笔者总共采访了 ３９ 位中国高技术移民，包括 ２８ 位信息通信技术产业

的中国工程师和 １１ 位高校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招募研究对象主要使

用滚雪球的方法。 此外，通过关键守门人的介绍，笔者参加了大西雅图

地区华人移民的聚会活动，还通过电话会议参与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工

作的中国工程师组织的职业发展研讨会。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Ｈ － １Ｂ 签证报

告，①大多数位于大西雅图地区和硅谷的大型高科技公司都是排名前

１００ 的支持 Ｈ －１Ｂ 签证申请的公司。 因此，这两个地区非常适合研究

人员招募访谈对象。 当已有的访谈信息出现高度重复时，研究对象招

募即告结束。
本研究重点关注美国高技术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关系灵活性，因而

本文在学术界的中国高技术移民中选择采访博士后研究人员。 博士后

在本研究中是一个通用术语，指的是美国学术界介于博士毕业生和终

身教职系列职位之间的各种临时学术职位。 笔者采访的 １１ 位博士后

处在不同的就业阶段，并且在不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 其中两人

即将结束博士后工作，在他们现任职位工作五年多以后，已经获得了终

身教职系列中的助理教授职位。 受滚雪球招募方法影响，样本中大多

数博士后在生命科学领域工作，尽管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遍性，
但因为美国学术界中生命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并
且至今仍然是博士后数量最多的学科之一，所以考察生命科学领域的

中国博士后的工作经历至关重要。
由于这些受访者居住地各不相同，对于距离较远的受访者，访谈通

过视频聊天软件或电话进行。 笔者使用 Ｎｖｉｖｏ 软件（Ｎｖｉｖｏ ｆｏｒ Ｍａｃ，
１１􀆰 ３􀆰 １ 版本），运用改进的扎根理论方法 （ Ｃｏｒｂｉｎ ＆ Ｓｔｒａｕｓｓ， ２００７；
ＬａＲｏｓｓａ， ２００５）进行分析和编码。 访谈中使用了半结构化的访谈提

纲，每个访谈持续大约两个小时。 笔者利用两轮分析和编码来整合访

谈文本，第一次是开放式阶段，主要用于确定资料中存在的重要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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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在第二轮分析中，笔者检查了对重要主题理解的变化以及这些

主题如何体现在不同的群体之间。 两轮分析和编码显示，与公民身份

相关的诸多限制是影响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工作经历的重要因素。

四、美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中国高技术移民：
灵活性与依附性困境

标准与非标准雇佣关系理论指出，这两种雇佣关系的核心差异在

于工作的稳定程度，包括相对长期的雇佣关系和稳定明确的组织内部

上升机制等（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目前学界普遍认同非标准雇佣

关系，包括劳务派遣、外包、兼职等，但是这些雇佣关系并不完全适用于

中国高技术移民，至少本研究所采访的高技术移民都是全职工作，并不

属于劳务派遣或者外包的范畴。 然而，从工作的临时性和短期性的角

度来看，本文认为他们所处的雇佣关系同样属于灵活的雇佣关系，而这

种临时性和短期性内生于美国移民政策。 在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的

官方网站上，“在美国工作”这一索引栏下列出了不同类型的劳动者，
包括临时或者短期劳动者、永久劳动者、学生以及商业出访人员等。 其

中，Ｈ －１Ｂ 专业技术人员属于临时劳动者。 因此，在美国移民政策体

系内，对于还没有获得永久居留卡（也称绿卡）的中国高技术移民来

说，临时性与短期性是他们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定位。

（一）找工作：机会结构的限制

由于受移民政策限制，在永久居留卡发放之前，信息技术产业的中

国高技术移民在求职过程中面临很多困难。 为了防止雇主利用Ｈ － １Ｂ
签证（高技术移民的短期工作签证）以外国廉价劳动力取代美国人，或
者因为外国劳动力的增加而降低相关行业美国本国人的工资标准，美
国劳工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 Ｈ － １Ｂ 签证申请增加了新的条件，包
括要求雇主为外籍劳工提供技能证明和工资证明等（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１２）。
另外，Ｈ －１Ｂ 签证审理费二十年来一直在增加。 这些审理费专门用于

培训高技术的美国劳动力。 而员工数量超过 ５０ 人且至少有 １５％的员

工持有 Ｈ －１Ｂ 签证的公司则需要提供额外材料，证明外籍高技术员工

没有取代美国劳动力。 复杂的申请程序和不断增加的相关费用使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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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公司不愿意帮助国际学生申请 Ｈ － １Ｂ 签证。 李爽（化名，以下所有

人名均为化名）谈到了她的求职经历：“当我刚开始找工作时，我对未

来的工作有很多期待和要求。 不过，由于受法律地位限制，我后来感到

非常沮丧。 很多公司一发现你是国际学生就立即挂断电话。 我经历过

２０ 多次这样的电话面试。 他们中有些人会直接问我的公民身份。 当

我告诉他们我既不是公民也没有永久居留身份时，他们会道歉并说他

们不雇用外国人，并立即挂断”（２０１６０６１３，访谈编号 ３５）。
对于希望获得永久居留卡并留在美国的国际学生来说，找工作最

需要考虑的不是个人兴趣，而是是否可以借此在美国获得合法身份。
因此，他们会把目标锁定在那些愿意支持移民签证申请的大公司上。
此外，由于 Ｈ －１Ｂ 签证是绑定雇主的，如果 Ｈ － １Ｂ 签证持有人被解雇

并且没有其他雇主帮助他们重新申请 Ｈ －１Ｂ 签证，他们必须尽快离开

美国。 因此，国际学生在发放永久居留卡之前不太可能加入创业公司。
武周的故事说明了在绿卡发放之前他所遇到的困境：“我首要考虑的

是公司是否稳定，是否可以支持绿卡，而不是考虑工作是否有趣，公司

是否有长远发展。 如果没有身份的限制，毕业后的最初几年我会冒更

大的风险并尝试在创业公司碰碰运气。 在拿到绿卡之前，如果经济不

景气，或者公司的财务状况有问题，是不是要裁员，我都会感到非常紧

张，因为如果你被解雇，你会变得非常被动。 如果拥有永久居留卡，你
不必过多担心被解雇。 你可以在家中等待，不工作，待业多久都没关

系，并不需要担心被驱逐出境”（２０１６０６０７，访谈编号 ３３）。
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结构受到限制。 首先，

他们无法申请那些需要公民身份或者永久居留卡的政府职位；其次，无
论他们的个人兴趣和职业目标是什么，他们更有可能在支持申请 Ｈ －
１Ｂ 签证和永久居留卡的大中型企业工作。 因此，无论是出于个人偏好

还是理性选择，他们都不会选择加入高风险的创业公司，尽管高风险可

能会带来高回报。 也就是说，他们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选择和机

会结构与美国本国的劳动者存在差异，他们的选择面更狭窄。

（二）绿卡监狱

大多数通过雇主申请永久居留卡的高技术移民申请绿卡的过程都

很漫长。 在雇员获取 Ｈ －１Ｂ 签证之后，雇主替雇员向美国公民和移民

服务局提交劳工证书和 Ｉ － １４０ 表格（“外籍员工移民申请”），此时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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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正式进入绿卡申请队列，其等待绿卡的时间取决于优先类别以及其

来源国当年提交申请的人数。 由于绿卡的限额总是远远少于提交申请

的中国高技术移民数量（对于所有国家和所有签证优先类别而言，就
业型绿卡总数限制为每年 １４ 万张），因此通常需要中国高技术移民在

签证队列中等待很长时间。 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的签证公告为例，当时，在
中国大陆出生的绿卡申请人中（ＥＢ － １ 计划）最后处理的一批申请人

提交申请的时间是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也就是说，如果来自中国大陆的高技

术移民进入排队序列，他们至少需要等待 ６ 年 ３ 个月。① 考虑到申请

毕业后实习签证、Ｈ － １Ｂ 签证和绿卡的年限，中国高技术移民大约需

要 ７ － １０ 年的时间才能获得绿卡。 如果申请过程出现意外延迟或者职

位和工资发生变化，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魏明这样描述他的绿卡申请

过程：“在我的绿卡申请过程中发生了两件大事。 首先，当我提交劳工

证书时，正好是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的时间（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因此我的申

请被延迟了。 其次，由于这种拖延，加上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很长时

间，我现在的工资与我当初提交申请时差别很大，所以他们又花了 ６０
天时间重新提交工资核查。 最后我终于在获得 Ｈ － １Ｂ 签证两年之后

进入了绿卡签证队列”（２０１４０８３０，访谈编号 ６）。
虽然在魏明的绿卡申请过程中出现了意外的延误，但由于他所在

的公司雇用了大量移民，加上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比较熟悉签证申请程

序，迅速响应并解决了问题。 然而，对于雇用移民较少的公司而言，高
技术移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人力资源部门以及律师沟通如何准备申

请文件。 一旦任何申请程序出现错误，整个绿卡申请程序就会不断延

长。 正如李爽所说：“我们公司很‘白’，大部分都是白人，所以他们很

缺乏经验，而且速度非常慢。 我获得 Ｈ －１Ｂ 签证已经有一年半了。 他

们偶尔会问我要一些文件。 但是，他们在申请程序的每一步都犯了错

误。 每次他们犯错误我们都必须重新走程序。 之前同一个表格我们提

交了四次，一模一样的表交了四次”（２０１６０６１３，访谈编号 ３５）。
尽管李爽的绿卡申请流程已经被不断延长，并且仍然不能确定何

时能够进入绿卡签证队列，但她表示不会离开她目前的工作：“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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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签证部的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ｖｅｌ．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ｔｒａｖｅｌ ／ ｅｎ ／ ｌｅｇａｌ ／ ｖｉｓａ － ｌａｗ０ ／ ｖｉｓａ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 ２０１８ ／ ｖｉｓａ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 ｆｏｒ － ａｐｒｉｌ － ２０１８． ｈｔｍｌ）。



这家公司申请绿卡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但如果换一家不同的公司，你
需要等待至少一年，新公司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为你启动绿卡申请流

程”（２０１６０６１３，访谈编号 ３５）。
如果 Ｈ －１Ｂ 签证持有者依靠雇主申请绿卡，他们在申请过程中就

很难换工作。 当被问及签证身份和当前的工作条件时，程雷解释如下：
“我的公司已经为我启动了绿卡申请流程，但速度很慢。 就像是卖身

契。 我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因为他们知道我不能离开。 所以他们可

以给我任何工资。 而且你必须一直催他们。 如果你不催不主动跟进，
根本就没有任何进展。 就长期职业规划而言，我现在不能换工作。 拿

到绿卡之后我会换工作”（２０１６０６２１，访谈编号 ３７）。
一旦绿卡申请人在绿卡队列中，如果他们换工作，只要新雇主重新

启动绿卡申请程序，原则上来说他们在签证队列中的排期不会改变。
但是，由于绿卡申请程序非常复杂，我的受访者表示换工作会涉及很多

风险。 任何职位和工资的变化都可能影响绿卡申请流程。 因此，为了

避免危及绿卡申请，不管当前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条件如何，他们都宁

愿留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 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十分担心，以至于不

敢要求改变在公司内的职位，面对可能的升职时甚至会退缩。 在被问

及职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时，郑秋说：“我等了很长时间才向我的老

板汇报我想成为一名工程师经理。 过去几年我都是作为个体工程师在

工作。 虽然我在签证队列中的排期不会改变，但我和我的公司需要准

备相关文件，并提交给律师再次启动整个签证申请程序。 这非常复杂，
我不想做任何会影响我绿卡申请的事情”（２０１６０３１７，访谈编号 ２６）。

由于受移民政策限制，中国高技术移民面临的机会结构不同于美

国的本国劳动力。 虽然其人力资本有助于他们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获

得工作，但他们在求职过程中和在获取绿卡之前遇到了诸多限制，缺乏

在创业公司工作的机会以及跳槽的机会。 高技术移民对雇主的依附性

以及绿卡申请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 正如

魏明所总结的，“很多中国人把绿卡申请称为绿卡监狱。 当你最终在

签证队列完成等待之后，大约有半年你才会收到你的官方绿卡。 在这

六个月期间，你会从公民和移民服务局获得一张 ＡＰ 证，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ａｒｏｌｅ，这是提前假释的意思。 看，这是真的。 提前假释。 由此，你可以

看到一个外国人留在美国是多么艰难”（２０１４０８３０，访谈编号 ６）。
高技术移民大量进入美国的历史阶段即 １９６５ 年《移民与国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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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正式实施以及 １９９０ 年《移民法》正式推出 Ｈ －１Ｂ 项目之后，正好契

合美国劳动力市场对于高技术灵活劳动力的需求。 正如文献综述部分

所述，大量研究论证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中非标准

雇佣关系的扩张以及不稳定性的全面增加（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Ｓｐｒｅｉｔｚ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因此，中国高技术移民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也
就意味着成为这一市场中灵活劳动力的一部分。 他们和美国本地的劳

动力类似，都需要承担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失业风险以及家庭经济状况

下降所带来的其他连锁反应（比如对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 然而，由
于受移民身份限制，中国高技术移民难以抵抗失业风险带来的损害，其
中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如果公司因为市场波动进行裁员，他们遭遇失

业并且找不到下一家公司愿意支持 Ｈ －１Ｂ 签证申请时，就会面临不得

不离开美国的境地。 因此，移民与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属于非标准雇

佣关系，其临时性和短暂性使得美国高技术劳动力市场拥有充足的劳

动力蓄水池，以适应灵活的市场需求。
一方面，中国高技术移民对于雇主存在高度依赖性，或者说美国移

民政策制造了中国高技术移民对雇主的依附性。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

看，这些现象也是中国高技术移民自主性策略的体现，他们在不断地以

“稳定”策略对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包括

寻找相对稳定的大公司和尽量不跳槽等，并忍受这些“稳定策略”带来

的机会缺失以及机会结构的不平等。

五、学术资本主义：中国博士后的依附性与自主性悖论

在本研究中，博士后是指美国学术界中博士毕业生和终身教职系

列职位之间的各种临时学术职位。 在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下，不同的临

时职位开始被创造出来并日益制度化，以满足对更高的研究生产力的

需求。 随着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学术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在美国求

学并且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学生也在急剧增加，尤其是在学术资本主

义发展最快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类学科领域。 换句话说，学术资本主义

的发展与学术移民的增长是息息相关、相互促进甚至相互强化的过程。
从美国院校毕业并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和工程类专业国际博士生

比例 １９７３ 年为 １２％ ，２００８ 年则上升到了近 ２５％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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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年，临时工作签证持有者在博士后中的比例

高达 ５５％ 。 在工程类专业领域，该比例甚至超过了 ６７％ 。 １９７９ 年到

２０１５ 年间，美国博士后职位增加了三倍，而临时工作签证持有者占据

了新增博士后职位的 ６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 博士

后职位的国际化不仅表现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博士生成为博

士后的比例越来越高，还表现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但在美国从事博

士后工作的人数不断增加（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２０１１ａ）。 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在

于亚洲国家博士毕业生人数激增，特别是在生命科学和工程类领域，来
自中国和印度的博士后职位申请人远超美国本国，反而使美国本国的

申请人成了博士后求职者中的少数（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２０１１ａ）。

（一）工作合同的短期性与不确定性

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研究生产力很高，然而这类职位已经不像这个

制度推行之初所宣称的那样能够为未来职业流动做好准备（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
Ｌｅｅ， ２０１０）。 有学者在对国际博士后及教职人员的研究中提到，“博士

后成了一个可以用来为私人利益服务的研究生产市场” （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
Ｌｅｅ， ２０１０）。 随着获取研究经费的难度日益增加，提高研究生产力的

压力越来越大，由于博士后研究人员比博士生“生产”出的论文更多，
其“生产单位成本”更低，招聘更多国际博士后而不是博士生的倾向日

益显著（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２０１１ａ）。
张美慧所在的研究机构中有不同类型的临时学术职位，她的职称

是研究助理。 “我认为我的工作属于博士后。 但是当我的导师招聘我

的时候，他给的职位是研究助理。 也许我属于少数，因为研究助理职位

薪酬较低。 我们系只有几个能聘请博士后的教授。 如果薪水较高，职
位是研究员；如果薪酬较低，职位是研究助理。 研究员有四个级别，研
究助理的最高水平是第三层级。 说实话，所有这些职位都是博士后，都
是临时的，都依赖软性资金”（２０１５０２０７，访谈编号 １３）。

美国大学的声望和研究生产力，加上英语在科学领域的主导地位，
共同构造了全球学术市场的层级结构。 美国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处

于领先地位（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７； Ａｌｔｂａｃｈ， １９９８）。 无论获得博士学位的

地点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博士后职位的制度化和美国在全球学术市

场的领先地位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博士毕业生在美国院校寻找博士后

职位。 刘小志在中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工作了两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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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是：“对于我的领域（生命科学）中的大多数博士来说，来美国找

博士后工作似乎是一件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事情。 毕竟美国的实验技术

和研究环境都比较好”（２０１４０９０７，访谈编号 ８）。
根据她的描述，对于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毕业生来说，在美

国寻找博士后职位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生命科学领域尤其如此。 另外

三名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受访者在被问到为何来到美国从事博士后

工作时，提到了和刘小志相似的原因。 当被问及未来的职业选择时，刘
小志表示：“在美国这里我没有选择。 尽管我在当前的研究项目中取

得了很好的进展，实验结果也符合我之前的假设，但我不可能在这里成

为教授。 我也很难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业界的工作，所以我只能回到中

国。 如果我目前的研究项目进展顺利，我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名教授。
但是，如果我不能从实验中得到满意的结果，那么我回到中国时只能找

到技术人员或副研究员等工作”（２０１４０９０７，访谈编号 ８）。
在全球学术体系中，国外的学位和工作经验越发受到高度重视，形

成了中国学术市场的分层机制。 正如刘小志所说，她认为她的职业选

择只在中国，她是否能够在回国后找到教职取决于她目前在美国的研

究项目的进展情况。 其他三位同样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博士后

表示，没有美国博士学位是他们在美国工作的劣势，因此在美国研究机

构的工作经验和高影响因子的英文发表可以使他们在中国学术劳动力

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 当谈到未来职业前景时，沈夏升的回答如下：
“我只在美国工作一年左右，如果我现在回到中国，你知道我们的竞争

对手就是像你这样的人，是获得美国学位的中国博士。 这很难。 在大

学找到好工作并不容易。 如果你没有《科学》或《自然》杂志的文章发

表，就很难找到好的职位和科研启动资金。 对于很多中国博士后，甚至

是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助理教授而言，如果他们有《科学》或《自然》文章

发表，他们回国时可以直接担任正教授。 这就是他们留在美国工作的

目标”（２０１４０８１６，访谈编号 ４）。
对于中国博士后来说，是否留在美国以及留在美国多长时间，是一

个艰难的决定。 他们试图采取主动策略，希望通过全球学术体系的格

局在中国学术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 然而，由于越来越多在美国毕业

的博士生、博士后以及教授回国，中国学术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相关

政策也在不断变化。 笔者的受访者们不断提到“准备就绪”的问题，并
一致认为如果他们准备好了，他们就会回到中国。 然而，当他们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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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是否能够实现他们最初的目标却充满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赴美的博士后来说，由

于在美国工作只是要达到临时性工作和发表高质量论文的目的，只要

能够获得工作机会，他们便不愿意与雇用他们的美国教授协商工资。
正如王小建所说：“我认为没有必要提出一两千美元的问题。 如果来

美国三五年，要求加薪是合理的，不过，我打算只来这里一年，主要是为

了积累经验和发表论文。 对于提出加薪的问题，我感到很尴尬。 在我

来之前，他告诉我因为经费不足，他只能给我三万（美元），这是博后的

最低工资水平。 我说没问题，然后我来了”（２０１５０２１８，访谈编号 １６）。
全球化进程不仅形塑了全球的经济贸易格局，也制造甚至强化着

全球学术市场的层级结构。 世界学术体系理论（Ａｌｔｂａｃｈ， １９９８）认为，
全球学术市场由核心和外围组成，外围依赖核心。 坎特维尔（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２０１１ｂ）批评了世界学术体系理论，认为外围依赖核心的观点忽视了国

际博士后对处于世界学术市场核心的发达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包括

非常高的科研生产力和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 但是，基于现有的世界

学术体系，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博士毕业生仍希望能够在世界学术体系

的核心地区寻找博士后职位。 即使有些人已经在中国学术机构有稳定

职位，也希望在美国大学或者研究机构通过访问学者的身份积累国外

的科研经验，进而增加自身在中国学术市场的学术资本。 因此，来自中

国或者印度等地区的科研人员的供应远超美国博士后职位的需求，造
成了全球学术市场中的权力关系不对称（Ｃａｎｔｗｅｌｌ，２０１１ｂ）。 所以，对
于国际博士后而言，他们在工作条件和待遇上的谈判能力十分有限，更
不用说未来在美国学术市场中实现向上流动。

（二）临时非移民类工作签证：不同的机会结构

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逐步走向学术资本主义时，尤其对于自然科

学来说，是否能够获取校外的科研经费、维持实验室运转，成了博士后

实现“独立自主”的标准，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成为学

术市场上终身教职系列职位的有力竞争者。 然而，持有临时工作签证

的国际博士后并不能申请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农业部和国

家卫生研究院等主要的美国政府机构资助的基金项目。 此外，正如宋

长盈在下文中所提到的，当她与教授合作申请基金并承担了提出研究

想法、思路以及撰写申请书等大部分重要工作后，她仍不能担任项目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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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甚至联合负责人。 她说，“在过去的两年中，当我在另一个实验室

担任研究员时，我原本可以更加独立并撰写自己的研究计划。 不过，首
先，我没有绿卡；其次，我的导师根本不支持我。 他是一位‘大老板’，
他成功地获得了一些基金项目，他希望付我薪水让我为他的项目工作。
实际上，我在项目申请过程中贡献了很多，但他从未在基金申请书中把

我列为联合负责人”（２０１５０２０１，访谈编号 １２）。
在临时工作签证和学术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限制之下，国际博士

后研究人员缺乏独立性。 此外，尽管中国博士后和美国本国的博士后

都受到学术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但中国博士后在其学术生涯开始时

就处于劣势位置，其原因在于攻读博士期间没有资格申请资助博士生

的研究基金。 因此，当中国博士后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上寻找终身教职

系列职位时，也面临着与美国博士后不同的机会结构，处于极其不利的

位置。 正如宋长盈所说：“在我的领域，非常出色的美国本国的博士毕

业生可能会在两到四年内成为助理教授。 为什么？ 如果你阅读他们的

简历，你会发现他们的许多文章发表都来自他们自己的研究项目。 美

国政府为不同阶段的研究人员提供大量奖学金和基金项目。 但是，国
际学生不符合资格要求，因为这些（项目）要求公民身份或至少是绿

卡。 在攻读博士和博士后工作期间，美国本国的博士更有可能获得独

立性，为自己的研究项目工作，因此在他们发表的文章里，他们通常是

通讯作者。 然而，尽管我们将想法提供给了导师并撰写了自己的论文，
但导师最终成了通讯作者。 最好的情况是我们还可以成为第一作者；
然而，有时候这甚至都不可能”（２０１５０２０１，访谈编号 １２）。

国际博士后通常通过 ＥＢ － １ （基于就业的移民：第一优先） 和

ＥＢ －２（第二优先）项目申请永久居留卡。 根据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

的规定，ＥＢ － １ 签证颁发给那些表现出超凡能力的人，包括著名的教

授、研究人员以及跨国公司的执行董事或经理。 对于拥有高等学位并

且具有超高才能的外籍人士，可通过申请 ＥＢ － ２ 签证获得永久居留

卡。 然而，国际博士后需要很长时间来积累素材、丰富简历，才能被认

定为卓越的研究人员（ＥＢ － １）或者表现出优秀学术能力的研究人员

（ＥＢ －２）。 此外，美国政府处理移民签证申请也需要时间。 因此，等到

获得永久居留卡从而有资格申请博士后的基金项目时，他们很有可能

已经错过了许多机会。 正如农学专业的张明霞所说，“在经费方面，大
量基金项目我都没有资格申请。 除非是公民或至少持有绿卡，你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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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申请美国农业部资助。 其中一些项目申请有时间或者年龄限制，
只适用于那些从事博士后工作不超过三年的人。 等我三年后拿到绿卡

时，已经超过了时间限制，同样失去了申请项目的资格。 有时这不是你

是否有能力获得项目经费的问题，是你甚至没有申请的资格。 有时候

这也取决于你的导师是否支持你”（２０１５０２２２，访谈编号 １５）。

（三）学术临时工：依附性与自主性的悖论

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政府对于高等教育机构的直接财

政投入不断减少，科研经费的竞争不断加剧，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逐步面

临市场化的冲击。 终身系列职位的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各种临时性职

位却不断被创造出来，这些所谓的处于过渡阶段的灵活劳动力使高校

能更好地适应市场化的需求。 正如本研究的被访者所说，他们的职位

都是依靠“软性”资金，也就是指教授个人通过科研经费支出的资金，
而不是政府或者学校等直接划拨的财政预算，其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较

大。 万一实验室资金链断裂（科研经费用完并且没有新的项目经费来

源），教授就无法招收博士生以及全职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因此，依靠

软性资金的博士后工作基本上是临时工作。
博士后职位的制度化是学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体现。 博士后职

位一开始只是个体选择，如今却成为竞争终身教职系列职位的必要前

提。 学术生产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土地（实验室）、劳动力（博士

后、研究生和技术人员）和资本（实验室设施和研究经费）是学术生产

的三个基本要素（Ｚｉｍａｎ， １９９１）。 当研究经费的竞争不断加剧，研究经

费的顺利申请不仅取决于研究团队已有的生产资本，比如实验室配套

设施，更取决于研究团队初步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说，在某一领域当前

研究成果更丰富、实验室设施更完备的研究团队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资

源。 这与默顿（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８）提出的科学界“马太效应”类似。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必须依附于实验室的导

师（他们称之为“老板”）才能够获得工作机会。 他们必须完成博士后

导师目前已有的研究项目，产出研究成果，才能帮助团队申请更多的研

究经费，让实验室得以运转，从而保证自己将来能获得工作合同。 因

此，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展新项目的可能性较低。 另外，由于缺乏绿卡

或公民身份，他们在博士后工作期间没有资格申请诸多基金项目，因此

即使和导师合作申请项目，他们也无法成为项目的负责人。 其直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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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体现在科研成果发表上：比较好的情况是能够成为第一作者（导师

作为通讯作者），更加糟糕的情况是连第一作者的位置也被其他人占

据，无论他们是否做出了主要的学术贡献。
在这些结构性限制下，如果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博士后打

算留在美国激烈竞争的学术市场中并寻求职业流动，就必须面对与美

国本国的博士生不同的机会结构。 由于没有申请美国国家基金项目的

资格，大多数中国博士后高度依赖其导师，并且在竞争终身教职系列职

位时处于不利地位。 他们作为博士后工作的时间越长，最终向上流动

获得终身教职系列职位的可能性就越小。 由此，我们发现，获得终身教

职系列职位的本质要求是“独立性”，但博士后职位的基本状况是“依
附性”。 博士后制度产生之初的目标是培养独立性，通过进一步的学

术训练让他们在未来的事业中有更好的发展。 但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

变化带来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市场化，博士后制度也发生了相应演化，博
士后研究人员的依附性不断加重，导致其距离“独立性”越来越远。

对于在中国获得最高学位的国际博士后来说，情况更为糟糕。 他

们的依附性更强，不确定性和流动性更大。 首先，在全球学术市场的秩

序格局下，他们基本没有在美国学术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其次，由于

他们只作短暂停留且依附性较强，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博士

后和美国本国的博士后相比较，他们的薪酬可能是最低的。
因此，对在美国的中国博士后研究人员来说，无论是否在美国获得

博士学位，学术界的临时性工作存在一个依附性与自主性的悖论：他们

试图主动适应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学术市场所处的秩序格局，无论将来

是在美国寻找终身教职系列职位，还是争取获得更多谈判筹码后回到

中国学术界，他们都希望在博士后阶段之后更加独立。 然而，他们实现

目标的途径———博士后以及其他一系列临时工作———却在不断加重他

们的依附性。 至于他们是否能够依靠这种依附性实现独立的目标，和
在信息技术产业工作的中国高技术移民一样，充满不确定性。

六、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在学术界工作的中

国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深度访谈，本文发现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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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中面临着结构性制约。 通过揭示这些结构性限制，本研究批驳

了美国大众媒体所宣传的“亚裔成功少数族裔”的论断。 美国移民政

策对于亚裔高技术移民的倾向性导致了他们呈现“超高端筛选”的特

征（Ｌｅｅ ＆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４），这种移民选择机制不能证明亚裔族群在美国

劳动力市场没有遭遇种族歧视和劳动力市场不平等。 更为重要的是，
本文揭示了中国高技术移民面临的结构性限制根源于美国劳动力市场

中雇佣关系灵活性的全面增加。 而移民身份更是导致中国高技术移民

陷入依附性困境，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着与美国本地劳动力不同

的机会结构。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宏观背景下，个体事业发展

的风险在升高，移民接收国的政策与移民身份加大了中国高技术移民

的事业风险，使得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全面增加

时更加脆弱。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将标准与非标准雇佣关系理论跟移民研究相

结合，突出了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佣关系灵活性。 一方面，现有的

劳动力市场不平等与移民理论在解释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不平等机制时

确有不足。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离理论着重强调低技

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隔离，而多向分层同化理论并没有充分

考察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不平等机制。 因此，这些理论都不足

以解释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发展状况。 在劳动力市

场不确定性全面增加的背景之下，标准与非标准雇佣关系理论能够更

好地解释当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将中国高技术移民放置在美国劳动

力市场不确定性和灵活性不断增加的宏观背景中，才能更好地解释中

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机会结构的限制。
另一方面，虽然以往对非标准雇佣关系的研究考察了学术界中非

终身教职系列工作岗位不断增加的趋势以及国际博士生所占的重要比

例（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１ｂ），但除了项飙（２０１２）关于印度信息通信行

业技术劳工的民族志研究之外，总的来说对高技术移民与非标准雇佣

关系的研究较少。 项飙（２０１２）的研究揭示，印度技术劳工在全球范围

内流动，移民接收国的高技术公司只需要与印度劳力行签订相关的劳

务外包合同，而不需要直接处理引进高技术移民的法律事务。 这种劳

务外包的形式是非标准雇佣关系中非常重要的方式。 本文认为，在劳

务外包以外，直接与公司或者是研究机构签订劳务合同的中国高技术

移民也同样是灵活劳动力的一部分。 Ｈ － １Ｂ 专业技术人员签证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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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保证了高技术移民与美国雇主签订的是短期或者临时性的工作合

同，而临时性与不稳定性正是非标准雇佣关系的核心。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信息技术产业还

是高等教育机构，都在创造并且维持着灵活的劳动力，以应对市场变化

的需求。 对于信息技术产业的高科技公司来说，无论是利用跨国企业

优势将劳动力部门外包，还是以美国移民政策为基础来维持大量高技

术移民，充足的劳动力蓄水池可以帮助他们适应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

不确定性。 同时，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来说，这些非标准的雇佣关系

和短暂的工作合同不仅可以促进学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也能继续

强化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 而在全球体系内流动的高技术移

民，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都被全球经济发展、美
国移民政策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所制约。

本研究显示，人们在不同的地域之间流动，人作为流动要素与资本

的全球化流动息息相关。 地域之间的差异包括世界信息技术产业的格

局和全球学术市场的差序，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流动方向以及相应策

略。 人们在理性地利用地域间差距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风险，风险

的主要成因在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普遍增加。 本文揭示了中国

高技术移民面临结构性制约的深层原因在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

展和非标准雇佣关系的不断扩张。 同时，维系和促进美国高技术劳动

力市场非标准雇佣关系扩张的重要机制在于移民政策的改革以及当前

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和世界学术体系的主导地位。 因此，未来这种高

技术劳动力的流动是否能够持续，同样取决于美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

是否能够保持领先地位、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对于人才

回流政策的推动。
无论是从资本还是劳动力的角度来看，中国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全球资本和劳动力汇聚的中心。 风险投资基金代表着对新兴科技和发

明的支持程度。 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美国占据全球风投的比例从

６８％下降到 ５２％ ，而中国所占的比例从 ５％ 跃升到 ２７％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 而从劳动力的流动来看，２０１４ 年，除了美

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以外，在中国大学注册就读的国际学生

数量全球排名第九。 另外，自 ２００５ 年以后，在美国科学、工程类专业的

博士生当中，中国博士生留在美国工作的比例逐渐降低。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７
年计划毕业后留在美国的中国博士生的比例是 ９１％ ，而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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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一比例降低到 ８３􀆰 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随着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尤其是信息产业和人工智能行业的不断发展，高
技术国际移民是否会逐步向中国流动？ 中国高技术移民是否会大量回

流？ 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

些问题都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最后，本研究存在不足之外，研究结论是否能推广到整个中国高技

术移民群体，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发现，由于受移民身

份限制，大部分在美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对雇主的依附会影响他们在

劳动力市场上的选择。 但有一些中国家庭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获得了

绿卡，因而在就业时拥有更多自主选择权。 另外，与美国本国的博士毕

业生相比，来自中国的博士毕业生从事博士后等临时性工作的比例更

高（Ｌａｎ， ２０１２），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中国博士后来考察在学术界工作的

中国高技术移民群体，具体刻画了他们在非标准雇佣关系的工作状况

以及相关后果。 虽然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一定能涵盖整个中国高技术移

民群体，但希望能够以此进一步阐释美国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

雇佣关系灵活性以及移民身份对于中国高技术移民的制约方式，进而

为探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的人才发展路径和流动趋势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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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ｂｅｉｔ， Ｃａｒｅｎ Ａ． ＆ Ｊｏｈ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ｒｒｅｎ ２０１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２．

Ｂｏｎａｃｉｃｈ， Ｅｄｎａ １９７２， “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７．

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Ｂ． ２０１１ａ，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３（２） ．

——— ２０１１ｂ，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ｎａ． ” Ｍｉｎｅｒｖａ ４９．

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Ｂｒｅｎｄａｎ ＆ Ｊｅｎｎｙ Ｊ． Ｌｅｅ ２０１０， “Ｕｎｓｅｅ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ｅｏｒａｃｉｓｍ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ｔｄｏ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０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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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ｇ， Ｃｌｉｆｆ ＆ Ｔｏｊｏ Ｊｏｓｅｐｈ Ｔｈａｔｃｈｅｎｋｅｒｙ １９９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３．

Ｃｈｏｕ， Ｒ． Ｓ． ＆ Ｊ． Ｒ． Ｆｅａｇｉｎ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Ｒａｃｉｓｍ．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Ｃｏｒｂｉｎ， Ｊｕｌｉｅｔ ＆ Ａｎｓｅｌｍ Ｓｔｒａｕｓｓ ２００７， 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 ＣＡ：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Ｃ． ＆ Ｍ． Ｇ． Ｗｏｎｇ １９８４， “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ａｉｎｓ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６．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０．

Ｉｃｅｌａｎｄ， Ｊ． １９９９， “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ｒｅ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８．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Ａｒｎｅ Ｌ． ２００９， “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Ｉｎｓｅｃｕｒ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４．

——— ２０１２， “ Ｊｏｂ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 ３９（４）．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Ａｒｎｅ Ｌ． ＆ Ｐｅｔｅｒ Ｖ． Ｍａｒｓｄｅｎ ２０１５，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ｏｔｔ ＆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Ｋｏｓｓｌｙｎ （ ｅｄｓ．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２ ／ ９７８１１１８９００７７２） ．

Ｋｉｍ， ＣｈａｎｇＨｗａｎ ＆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２０１０， “Ｈａｖｅ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ｔｅ Ｍｅ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５．

———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ｅｓｓ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ｍａｇ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６１（２） ．

Ｌａｎ， Ｘｉａｏｈｕａｎ ２０１２， “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Ｖｉｓａｓ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Ｊｏｂ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ｈ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１
（３） ．

ＬａＲｏｓｓａ， Ｒａｌｐｈ ２００５，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６７ （４） ．

Ｌｅｅ， Ｊ． ＆ Ｍｉｎ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４， “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ｒａｍｅ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６ （１） ．

Ｌｅｅ，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 Ｍｉｎ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 Ｓ． ２００７，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１（１） ．

Ｍａｒｔ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 ２０１２， “ 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５６ （８） ．

Ｍｅｒｔｏｎ， Ｋ．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９６８， “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５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ｏａｒｄ） ２０１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ｓｆ． ｇｏｖ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ｅｉｎｄ１２ ／ ｃ５ ／ ｃ５ｓ３． ｈｔｍ）

——— ２０１４，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４．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ｓｆ． ｇｏｖ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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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ｉｎｄ１４ ／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 ／ ｃｈａｐｔｅｒ － ３ ／ ｃ３ｓ６． ｈｔｍ）
——— ２０１８，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８．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ｓｆ． ｇｏｖ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８ ／

ｎｓｂ２０１８１ ／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２， “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ｅｎｄｓ． ｏｒｇ ／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１９ ／ ｃｈａｐｔｅｒ － １ －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 ｏｆ － ａｓｉａ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 ）
——— ２０１７，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Ｕ． Ｓ． Ｈ － １Ｂ Ｖｉｓ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ｆａｃｔ － ｔａｎｋ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２７ ／ ｋｅｙ － ｆａｃｔｓ － ａｂｏｕｔ － ｔｈｅ － ｕ － ｓ － ｈ － １ｂ － ｖｉｓａ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
Ｐｉｏｒ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２００９ ／ １９７２，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ｉｃｈ

（ｅｄ． ），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Ｖｏｌ． １） ．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ＭＡ：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ｏｒｔｅｓ，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 Ｍｉｎ Ｚｈｏｕ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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